
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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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乾隆
、

嘉庆年间
,

是 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着转变并面临着选择的重要历史时期
。

清朝统

治的由盛而衰
,

新的经济因素萌芽的出现
,

西方殖 民主义者的东来
,

使得传统的中国社会在陷

入历代封建政权盛极而衰的怪圈的同时
,

又 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
。

这种盛衰转换
,

新旧交替
,

中外冲突所带来的各种变化
,

不 仅波及到社会生活 的各个层 面
,

而且在号称朝廷大

政的河工
、

槽运
、

盐政
、

铜政
、

人 口 等重要经济领域
,

也有或多或少的反映
。

许多为政一方的封

疆大吏和掌管有关事务的朝廷官员
,

以及忧国优民的知识分子
,

正是面对这些社会经济生活中

的现实间题
,

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经世主张
。

一
、

河工

黄河的治理
,

始终是清廷首要大政之一
。

清代初年
,

承明末弊政之后
,

河道年久失修
,

黄水

连年泛滥
,

仅顺治至 康熙十六年 � � � � �� 的三十余年间
,

黄河大的决 口 即达八十余次
,

以至河南
、

苏北一带深受其害
。

康熙 曾把河务视为首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
, “

书而悬之宫中柱上
” 。

康

熙十六年
,

清廷在平定
“

三藩
”

的战争中占据优势之后
,

始下决心治理黄河
,

任命靳辅为河督
,

主

持治河工作
。

靳辅任用卓越的水利专家陈演
,

全力堵塞黄河决 口
,

大规模修筑
、

加固堤坝
,

使多

年漫溢的黄河
、

淮河复归故道
,

安澜入海
。

同时
,

在黄河北岸开凿中河工程
,

使运河遭船得以避

开黄河一百数十里之险
,

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
。

自此而后
,

黄河安澜数十年
,

直至乾隆中期
,

虽

有决 口
,

但大多随决随堵
,

尚未造成太大的灾害
。

然而
,

乾隆四十三年 �� � � �� 以 后
,

黄河漫决次

数增多
,

决 口 长期不能堵塞
,

河患再次严重起来
。

对此
,

不少主 持治河工作或关心河务的地方

督抚和朝廷官员
,

纷纷提出了 自己的治河主张
。

其一
,

疏浚河身
,

培筑堤坝
。

黄河常年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 黄水挟沙
,

奔腾东流
,

一遇

地势平衍之处
,

即水缓沙停
,

造成中下游河床淤积
,

河身垫高
。

而河身越高
,

水流越缓
,

淤沙愈

积
。

二者互为因果
,

恶性循环
,

使得河患 日趋严重
。

所谓
“

黄河斗水沙七
,

所过 之处
,

无不 淤
�

� �
�



垫
”�

。

因此
,

传统治河之策
,

十分强调疏浚河身
,

培筑堤坝
,

以期
“

束水攻沙
” ,

使 河流通畅
,

安

澜入 海
。

乾嘉时期同 样如此
。

乾隆二十一年 ��� �� �
,

大学士 陈世馆上 �筹河工全局利病书 �
,

即

以浚治河身为御灾急务之一
,

认为
“

黄河携沙而来
,

奔腾浩瀚
,

一往莫御
,

故坚筑堤岸
,

使水循堤

直下
,

则势猛而沙随水去
” ,

今
“

清 口 以上至徐州黄河数百余里河底高于 内地丈许
,

皆成老淤
,

水

势不能冲刷
,

自非大加疏浚之工不可
” 。

否则
, “

大溜不能归中
,

河流不能迅捷
,

沙停河饱
,

为害

滋深
” �

。

针对疏浚河道所面临的实际困难
,

如
“

浮沙
、

途 泥
、

滩河
、

浅水
,

一望弥漫
,

欲事备镭
,

何所措手
。

少为开掘
,

水即随之
,

捞泥水中
,

焉能深广
”�

,

其治河工具若杏叶扒
、

铁扫帚
、

混江

龙等 又不尽 合用等问题
,

陈世信提 出
, “

请铸大铁轴一具
,

约长六尺
,

上铸铁齿
,

长三寸而锐其

角
,

一周凡三齿
,

共列五周
,

两端贯以铁锁
,

务使直沉至 底
。

用船一只
,

夫四名
,

首横木梁
,

将铁

锁分系木梁之上
,

用夫牵挽而行
,

沿路滚翻
,

每十船为一排
,

每十里置船一排
” , “

每 日往 回三次
,

十 日当可深一寸
,

积一月计之
,

当可深二三寸
,

一年计之
,

可深二三尺矣
”�

。

嘉庆四 年 � �� � � �
,

时任河东河道 总督吴撇覆奏黄河治淤情形
,

所言治河之策
,

仍
“

不外疏浚
、

堤防两事
。

疏浚以畅

其流
,

堤防以束其 力
” 。 “

是束水攻沙
,

诚为千古不易之论
。

以水攻沙
,

则必以 堤束水
。

固知 日

渐培堤
,

计非尽善
,

而舍此更无束水之方
” � 。

其二
,

蓄清敌黄
,

疏通 海 口
。

海 口即黄
、

淮入海处
,

位于江苏北部云 梯关附近
。

由于其属

黄
、

淮交汇之最下游
,

黄河所携大量泥沙
,

往往淤积于此
,

致使海 口垫高
,

河流入海不畅
,

泛滥成

灾
。

故需藉淮河及洪泽湖之清水
,

并力刷沙
,

以使海 口通畅
,

安澜入海
。

而蓄清敌黄之关键
,

则

在清 口
。

清 口 系淮河注入 洪泽湖后与黄河交汇之 口
,

与运河之 口 相距亦不甚远
。

淮河 及洪泽

湖之水能否从清 口 畅出
,

直接关系到黄河
、

运河以 及海 口通畅与否 的大问题
。

乾隆二十九年

� �� �� �
,

河臣高晋主张于 云梯关外
“

旧堤上首作斜长子堰
,

约漫滩水
,

汇正河入 海
” ,

以使
“

尾 间

宽阔
,

于就下之势益畅
”� 。

乾隆四十一年 � �� � ��
,

因
“

海 口逾远
,

近年黄水倒灌
,

致通 湖引河淤

垫
,

清水不能畅 出
。

清江
、

淮安一带
,

运道停沙
,

清 口 以外
,

黄河两腮垫高
” ,

河臣高晋
、

萨载奉谕

查勘清 口
、

海 口 情形
,

认为
“

惟有浚清口 以 内通湖引河停淤
,

使清水畅出
,

与黄河汇流东注
,

并力

刷沙
,

则黄河不浚 自深
,

海 口不疏 自治
” 。

为此
,

二 人特别提 出
� “

于 陶庄巡上积土之北
,

开 引河

一道
,

使黄水绕北下注
,

清水畅行
,

至 周家庄会黄东注
,

不独可免倒灌
,

而二读并流
,

攻刷黄河两

腮浮淤及海 口 积沙
,

均可渐次刷深
。

下游深通
,

则黄河上游可免停淤
” �

。

其后
,

陶庄引河工程

完成
,

使黄河河 身距清 口 移远 � 里
,

大大减轻了黄水倒 灌
,

清 口 淤沙之患
。

总之
,

乾嘉年间
“

治

河诸 臣
,

总以蓄清敌黄为要务
” 。

诚如嘉庆时河臣百龄所言
� “

黄河必得清水从中刷沙
,

始不停

淤
,

淮水必得畅 出清 口
,

始不虞泛滥为害
。

盖淮水 自西向东入湖
,

与周桥五坝遥对
,

黄河在洪湖

之北
,

淮流入黄
,

其势不顺
。

是 以靳辅疏浚五道引河
,

长至 一千五六百丈
,

直插湖心
,

欲接其势

顺 向北行
,

使逛南之周桥五坝
、

高堰 山好不致吃重
。

又 恐湖水力不敌黄
,

复于运河 口 门之外
,

筑

磨盘塌分溜敌黄济运
,

又设立束清坝
,

钳逼清水
,

使之奋迅冲黄
,

以资得 力
。

良以黄水具数千里

之源
,

挟沙而走
,

其力甚劲
,

淮水仅百里之流
,

归湖之后
,

停蓄成渊
,

非有诸引 �「了以领之
,

并加诸

坝以激之
,

恐其力纤缓
,

不能敌黄而出也
。

又遇清水过大
,

则将束清坝 口 门拆宽
,

黄 水过大
,

则

将王营减坝封土启除
,

务 令黄水减而 不决
,

清水涨而不溢
,

由是黄水下行
,

得清流为之荡涤
,

滔

滔入海
,

畅流无阻
” � 。

当然
,

这些治河主张
,

皆针对 局 部河 患 而 言
,

尚非全局 的
、

长 远的考虑
,

因此
,

难免 头痛 医

头
,

脚痛医脚
。

嘉庆时河臣铁保勘查治河情形
,

曾概括当时各种主张
� “

有谓海 口 不利者
,

有谓

洪湖淤垫者
,

有谓河身高仰者
” 。

在他看来
,

这些 都不 足 以 为河大患
,

而 他认为
,

治河之关键在

� �



于清 口
, “

诚以清 口 畅出
,

则河腹刷深
,

海 口 亦顺
,

而洪湖不至泛滥
,

一举而三善备
” 。

强调
“

为今

之计
,

惟有大修闸坝
,

全复旧规
,

去新受之病
,

收蓄泄之利
。

则借湖水刷沙而黄河治
,

湖水有路

入黄
,

不虞 奎涨
,

而湖水亦治
”�

。

铁保所言
,

确实有一定道理
,

因为 自
“

黄河南行
,

淮先受病
,

淮

病而运亦病
。

由是治河
、

导淮
、

济运三策
,

群萃于 淮安清 口 一隅
,

施工之勤
,

糜努之巨
,

人 民田庐

之频岁受灾
,

未有甚于此者
” 。

。

但铁保置河身淤高等诸 多因素于不问
,

只强调清 口一隅
,

未免

“

主持太过
” ,

同样失于偏颇
。

那么
,

黄河究竟有无根治的办法 � 事实上
,

�� 世纪中叶
,

一些有识见 的大臣 已经开始考虑

从根本上解决河患问题
。

乾隆十八年 � ��� � �
,

吏部尚书孙嘉淦明确提 出黄河改道入海的建议
,

即在黄河北岸开减河
,

引黄水北流入大清河
,

经 山东入 海
。

他考察历代河流情形说
,

古代江
、

淮
、

河
、

济四 水皆
“

独行入海
” ,

互不相涉
。

宋时河决
,

始分而为二
,

一 由南清河入 淮
,

即今之河

道
,

一 由北清河即大清河
,

合济水正道入海
。

宋末 以后
,

河遂南徙
。

此后
,

历元
、

明两代
,

河或北

决
,

经大清河入海
,

或南流 入淮
,

经今之河道入海
。

当时已有人认识到
,

中原地势
“

南高北下
,

宜

顺水性
,

导之北行
” 。

但由于种种原因
,

自明代以 后
,

治河者 皆
“

逼河使南行
” 。

清沿旧 制
,

以致

顺 治
、

康熙年间
,

河
“

决北岸者十之九
,

决南岸者十之一
” 。

有鉴于 此
,

孙嘉淦提 出
,

在黄河北岸

开减河
,

引黄水北流
,

经大清河入海
。

他说
� “

大清河之东南
,

皆泰 山之基脚
,

故其道亘 古不坏
,

亦不迁移
” ,

即其下游所经之处
, “

不过东阿
、

济阳
、

滨州
、

利津等四五州县
,

即有漫溢
,

不过偏灾
,

忍四五州县之偏灾
,

而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
,

并解淮阳两府之急难
,

此其利害之轻重
,

不

待智者而后知也
。

减河开后
,

其至张秋
,

不过经两三州县之境
,

计其漫溢之处
,

筑土埂以 御之
,

一入大清河
,

则河身深广
,

石岸堵筑之处甚少
,

约计所费至多不过一二十万
,

而所省下游决 口之

工费
、

贩济之钱米
,

至少不下一二百万
。

此其得失之多寡
,

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
。

是则减河一

开
,

所费甚少
,

为害甚轻
,

而决 口 可塞
,

积水可消
,

嘈舟不误
,

其利甚大
” � 。

此后
,

朝廷大臣裘曰

修
、

秸磺均提出过大致相同的建议
,

请令河流改归山东故道
。

这一主张
,

可以说抓住 了治理黄

河的关键所在
。

因为造成黄河灾害频繁的重要原因
,

除上游水土流失外
,

就是下游河床老化
,

日益淤高的河身 已难以容纳奔腾东流的黄水
,

仅靠疏浚河身
、

培筑堤坝
、

开挖引河
、

疏通海 口等

局 部治理的办法
,

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
。

乾隆四十六年 � �� � � �
,

河决北岸青龙 冈
,

黄水经

赵王河
,

入大清 河归海
。

这一路向
,

证明了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可行性
。

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

隆皇帝昧于时势
,

因循保守
,

不敢改弦更张
,

认为
“

黄河南徙
,

自北宋以来
,

至今 已数百年
。

即以

现在情形而论
,

其 向北泛滥之水
,

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 海者
,

抵有二分
,

其余 由昭 阳
、

南阳 等湖

南下者
,

仍有八 分
,

甚至江南沛县城垣被冲
,

则南下之水较北更大
。

此时 岂能 力挽全河之势
,

使

之尽由北流
。

且于 山东
、

直隶运道往来
,

甚有关碍
,

岂容妄议更张
。

为今之计
,

惟有就事论事
,

救弊补偏
,

此外 别无办法
” 。

。

因此
,

终乾隆一朝
,

乃至嘉庆
、

道光年间
,

黄河治理始终局限于堵

决 口
、

修堤坝
、

浚河身
、

通海 口等传统的办法
,

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
。

也职此之故
,

数十年间

河患不断
,

灾害严重
,

直至 咸丰五年 � �� ��� 铜瓦厢决口
,

黄河终于
“

东注大清河入海
” 。 “

盖淮下

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
,

河病而淮亦病
。

至 是北徙
,

江南之患息
” 。

。

可见孙嘉淦等人提

出的黄河改道的建议
,

确实是有远 见的正确主张
。

除提 出各种治河主张而外
,

一些正直的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
,

还对河务的种种弊端进行了

揭露和抨击
。

�� 世纪中叶以后
,

吏治逐渐败坏
,

朝廷大政之一 的河务也成为利荻所在
,

主持河

务的某些官员藉黄河泛滥之机中饱私 囊
,

大发横财
。

嘉庆年间
,

百龄疏论河工
,

就曾指出
,

乾隆

以 后
“

在事诸君子
,

或以节省为见长
,

或以无事生凯觑
,

屡次纷更
,

旧规全废
。

况当天下承平
,

国

� �



家闲暇
,

借要工为汲引张本
,

藉努项为挥霍钻营
,

从此河员皆纵垮浮华
,

工所真花夭酒地
,

迫至

事机败坏
,

犹复委 曲弥缝
” 。

甚而
“

河工诸员无一可信
,

以欺阁为能事
,

以侵 冒为故常
,

欲有所

为
,

谁供寄使
,

罚之不胜其罚
,

易之则无可易
” ,

给黄河的治理造成许多人为的障碍
。

当然
,

终清

之世
,

河工弊端始终是困扰统治者的痛疾
,

但是
,

清代中叶的有识之士能够直面这一矛盾
,

仍然

表现了他们对国计 民生的关注以及传统的经世精神
。

二
、

潜运

清廷定都北京后
,

为解决皇室食用
、

王公官员棒米
、

八旗兵丁 口粮以 及京师 民食之需
,

沿明

朝 旧制
,

每年由山东
、

河南
、

江苏
、

浙江
、

安徽
、

江西
、

湖北
、

湖南八省征收潜粮 � �� 万石
,

另于 江

苏
、

浙江两地征收 白粮 �即糯米 �� �� � �� 石
,

经运河运贮北京通州各 仓
,

此即潜运定制
。

由于其

地位十分重要
,

故而历来有
“

天庚正供
”

之称
。

清代前期
,

特别是康熙
、

雍正年 间
,

社 会经济发

展
,

吏治 民风整肃
,

槽运基本正常运行
。

至 乾隆中期以 后
,

随着社会危机 的 日渐加深
,

吏 治败

坏
,

风气奢靡
,

潜政弊端丛生
,

形势 日趋严峻
。

对此
,

一些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
,

乃至有识之士
,

纷纷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
。

首先
,

槽弊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
。

槽运包括潜粮的征收
、

运输
、

入仓等诸多环节
,

本身

即手续繁琐
,

关卡重叠
。

特别是贯穿南北数千里的运河一线
,

沿途需索
,

层层盘剥
,

致使各种损

耗开销巨大
,

费用惊人
,

潜运也因之积弊丛生
。

诸如地方征槽加派各种杂项
,

州县任意浮收勒

折
,

潜务官吏肆行榨取运丁
,

运丁则多方婪索州县
,

等等
,

不少官吏士子对此多有揭露抨击
。

王

芭孙说
� “

国家承平百六十年
,

法久弊生
,

老奸宿蠢
,

窟穴其 中
。

通仓之需索
,

大累于帮丁
,

帮丁

之需索
,

大 累于州县
。

督抚以浮收暂纤州县
,

而州县卒未尝纤也
。

槽臣 以 帮费暂恤疲丁
,

而疲

丁卒未尝恤也
。

通仓诸 臣
,

奋然欲去经纪花户之需索
,

而卒未尝去也
。

经纪花户之盘踞于通仓

者不得去
,

则尖丁之蚕食于州县者不能除
。

浮收岁甚
,

帮费岁增 � 帮费愈增
,

浮收愈甚
” 。

。

蒋

枚钻也说
,

今
“

地方往往视收潜为畏途
” , “

盖缘丁 力久疲
,

所领行赠钱粮
,

本有扣款
,

而长途挽

运
,

必须多雇人夫
,

以及提溜打闸
,

并间有遇浅盘剥
,

人工倍 繁
,

物价 昂贵
,

用度实属不敷
,

势不

能不向州县索费
。

州县既需贴 费
,

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
。

州县既有浮收
,

势不能不受包 户挟

制
” 。 “

吏治
、

民风
、

士习
,

由此 日坏
,

此潜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 已之实在情形也
” 。

又
“

从前帮丁

贴费
,

每船不过百余
,

至二三百两不等
。

近来旗丁 积累愈重
,

需费愈繁
,

且路费正用之外
,

或偿

还旧债
,

或任意花消
,

或帮弃需索
,

皆所必有
,

亦 非尽由于路费不敷
。

伊等知州县浮收
,

有加五

六之多
,

遂得藉 口 多索
,

运弃奸丁
,

连成一气
,

州县惟恐误兑
,

不能不受其刁勒
,

是以帮费竟有递

增至五六百两
、

七八百两者
。

… …且州县既多浮收
,

则米色不能认真
,

帮丁既多贴费
,

则受兑亦

不复深求
。

及至通州
,

贿买仓书经 纪
,

通挪交卸
,

米 色之潮杂不纯
,

率皆由此
。

此又官 民交困
,

彼此挟持
,

南收北兑
,

流弊无穷之实在情形也
” 。

潜务种种弊端积重至此
,

理应
“

大加整伤
,

力挽颓风
” ,

以
“

悟遵功令
,

严行示禁
,

升合不准多

收
,

帮费全行裁汰
” 。

但由于种种原因
,

潜弊
“

有不可不除
,

而又 有不能尽除者
” 。

如
“

帮丁 长途

苦累
,

费实不资
,

若竟丝毫不给津贴
,

则势必 不能开行
,

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
,

亦势 必不能交

兑
” ,

等等
。

因此
,

乾嘉年间
,

一些大臣
“

不得不 于无术万 全之中
,

苦思酌 中权宜之道
”。

。

阿桂

疏请 申明粮船定式
, “

议定江浙槽船长八丈
,

深六尺
,

入水三尺四寸为度 � 江广嘈船长九丈五尺
,

深六尺 九寸
,

入水以 三尺九寸为度
。

并将入 水尺寸逐一量明分晰
,

横刊于浅板之上
,

稗得众 目

昭彰
,

易于查验
。

旗丁既不能于 定制之外多带货物
,

即遇水小之年
,

船身入水不至 甚深
,

亦可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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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稽阻
” �

。

蒋兆奎认 为
� “

办理潜运
,

要在恤丁
” ,

提出将 州县每石槽粮所浮收之七八斗内
, “

划

出一斗
,

津贴旗丁
,

其余尽行革除
。

所出有限
,

所省 已多
,

不特千万旗丁藉资济运
,

即交粮亿万

花户
,

已沾圣恩无穷
” 。

。

蒋枚钻则疏请更定槽政章程
,

提出四 条建议
�

第一
, “

每年秋成时
,

酌

定收米准则
,

以免偏枯也
” � 第二

, “

旗丁各船 帮费
,

应严定限制
,

以杜苛索也
” �

第三
, “

收米既有

限制
,

则兴讼之粮
,

应委员验明上仓
,

以 防积欠也
” �

第四
, “

州县预买恶米垫仓
,

勒收折色之弊
,

应严行禁革也
, ,

。
。

由于遭运与运河畅通与否关系密切
,

而乾隆中叶以后
,

河患 日趋严重
,

直接影响到淮河
、

运

河
,

因此
,

一些官吏士子也开始考虑槽运的改革办法
,

试图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
。

王艺孙认为
�

“

方今民困于浮收
,

官困于 帮费
,

议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
,

去帮费以救官
。

然去浮收必先去帮

费
,

去帮费必先改嘈法
” 。

因而提出
“

酌 古之制
,

权今所宜
,

取唐宋转般仓成法损益之
” 。

,

即实

行分段运送
,

沿途建仓的转般法
,

通过
“

易槽艘
” 、 “

建仓
” 、 “

造拨船
” 、 “

判职掌
” 、 “

优傣精
”

等具体

措施
,

除弊兴利
,

解决槽运问题
。

至 嘉庆年 间
,

有识之士更提 出了改河运为海运的变革主张
。

嘉庆 九年 � �� � � �
,

因
“

洪泽湖水低弱
,

力不足以刷黄
,

以 致河 口 淤沙
,

七 省粮船全不能渡
” ,

时任

浙江巡抚阮元曾
“

暗筹海运一法
” ,

拟招募海船四百艘
, “

每艘可载米一千五百余石
,

略用兵船护

出乍浦
,

即放大洋
,

其装卸之程
、

脚价之费
,

俱与之议立章程
,

以待不虞
。

交卸如速
,

一年可以往

返三次
,

较河运省费三之二
” 。

其后虽
“

以河道复通
,

遂不复用
” ,

。 但阮元仍作 《海运考� 一册
,

主张海运
,

以为未雨绸缪之计
。

嘉庆十五年 � �� ��  
,

因运河淤浅
,

槽船航行困难
,

皇帝谕令调查

航海情形
。

一时之间
,

官吏士子多有持海运之议者
。

江苏士子高培源说
� “

我朝 自江南以至 直

隶
,

沿海水师每岁放洋巡哨
,

海径曲折
,

兵 弃类能谙熟
。

欲行海运
,

宜令熟识之将弃
,

携带商船

伙长
,

从南至北
,

测水势
,

辨沙色
,

自某至某
,

凡吞套岛屿
,

可以泊舟
,

可以避风
,

先为标识
,

绘 成

一 图
。

乃仿王宗沐
、

梁梦龙遗意
,

拨正兑十分之二三
,

按图 试探
,

逮往返径熟
,

如先臣谷应泰所

论
,

成山直沽
,

无异安澜
,

然后取岁运正额
,

法元人春夏二运之例
,

分番起运
。

将见峨炯巨蝙
,

侠

旬糜至
,

其视内河守浅
,

千夫纤挽
,

蚊负蚁行
,

则劳逸之不佯
,

固难以倍徒计矣
” � 。

高 氏还就海

道
、

雇船
、

脚价
、

丁弃
、

回带
、

赔豁等海运中的具体 问题
,

一一作了探讨
。

苏州知府齐彦槐
“

陈海

运策
” ,

认为
“

驳海运之说者三 � 一曰洋氛方警
,

适资盗粮 �二 曰重洋深阻
,

漂没不时 �三 日粮艘须

别造
,

枪水须另招
,

事非旦夕
,

费更不货
。

然三者 皆可无虑也
” 。

以
“

漂没
”

而言
, “

自康熙二十四

年开海禁
,

关东豆麦
,

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
,

而布
、

茶各南货
,

至 山东
、

直隶
、

关东者
,

亦由沙船

载而北行
” 。 “

其每岁漂没之数
,

总不过百分之一
。

今南粮 由运河
,

每年失风
,

殆数倍于此
” 。

且
“

沙船以北行为放空
” ,

即
“

顺带南货
,

不能满载
,

皆在吴淞 口挖草泥压船
” 。

因此
,

齐氏提出
,

以

各船
“

先载南粮至七分
,

其余准带南货
,

至 天津卸于拨船
。

每南粮一 石给水脚银五钱
,

上载时每

石加耗米三升
,

卸载时以 九五折收
。

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
,

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
,

曾

不及潜项十之三四
” 。

如此则
“

船商以放空之船
,

反得重价
,

而官费之省者无数
。

又使州县不得

以 兑费津贴旗棺名 目
,

藉词浮勒
,

一举而众善备焉
” 。

。

就连身为
“

海角末商
”

的谢占壬
,

也对海

运之议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
。

他认为
,

海运之所 以难行
,

关键在于
“

官事 民情互相参议
” 。

由于
“

舵水人等之技
,

由身试而非师授
,

可意会而不可言传
,

而事外之人
,

悬询其情
,

自必语言矛盾
,

款要莫凭
。

况运粮规则
,

从未经历
,

尤 不 免畏难之心
,

纷扰于 中
” ,

故而
“

不能实情上达
” 。

有鉴

于此
,

谢 氏以其
“

自幼航海经营
,

亲历有年
” ,

于
“

运载成规
,

舵水约束
,

以及风波趋避
,

捍卫汛 防
,

素经熟视
” ,

因而
,

他从
“

古今海运异宜
” 、 “

行船提要
” 、 “

四 时风信
” 、 “

趋平避险
” 、 “

防弊清 源
” 、

“

海程捍卫
” 、 “

水脚汇筹
” 、 “

春夏兼运时 日
”

等方面
,

详晰论证了海运的可行性及有关事宜
,

并将

� �



河运
、

海运 二者加以 比较
,

明确提出
� “

今如海船运粮
,

必先将官事民情通盘筹算
。

夫商船运货
,

一岁之中
,

重在春秋冬三季
。

其时北省豆粮丰熟
,

货足价廉
,

乘顺风运南
,

商贾获利较重
,

船 户

水脚亦增
。

夏季北省货缺价 昂
,

商贾获利较轻
,

船户水脚亦廉
。

其时雇船
,

乘顺风运粮赴北
,

正

可舍贵就廉
,

趋平避 险
。

抑或权时赶运全槽
,

亦不妨春夏兼装
,

自可裕如
。

果能通融办理
,

不惟

上下两无格碍
,

而且商船均有裨益
。

此海运头绪分明
,

海程今昔异宜之大略也
。

复思内河嘈运

情形
,

偶逢雨泽惫期
,

河湖浅涸
,

舶妒衔尾而来
,

进退有期
,

不能缓待清流
,

必至借黄济运 �或逢

雨水过多
,

湖
、

黄并涨
,

黄流倒灌
,

决坏运河
。

种种阻碍
,

在所未免
。

诚使乘此夏令
,

兼筹海运
,

以分其势
,

则河潜二务
,

均得从容
,

既可操引清激浊之衡
,

亦可定河下湖高之则
,

自不至 有治黄

不能顾运
,

利运不能治黄之弊矣
” 。

。

可见
,

海运与河运相 比
,

优势显然
。

但 由于 一些地方督抚

的阻挠
,

两江总督勒保和浙江巡 抚蒋枚钻就曾疏陈海运必不 可行者十二事
,

诸如
“

旗 丁不 习海

洋
,

必责成船户
,

又非如旗丁有册可稽
,

且不 能设官出洋巡视
,

必至偷卖缺额
,

捏报沉失
,

甚或有

通盗济匪 诸弊
” � “

元
、

明海运
,

米多漂失
,

到仓欠交者
,

每石 自数合至一斗数升不等
,

今生齿 日

繁
,

人之所食浮于地之所产
,

岂堪再有漂失
”
� “

京师百货之集
,

悉来 自粮艘
,

若 由海运
,

断不能多

携货物
,

将来京地物价骤腾
,

亦碍 生计
” � “

运丁所用兵工短纤等项
,

总计八九万人
,

穷民资 以 为

生
,

若由海运
,

则须另募熟悉海道沓
,

而此常年潜运之众
,

一旦失业
,

难保不流而为匪
” 。

,

等等
。

因此
,

终嘉庆一朝
,

海运之事始终未能付诸实施
。

但是
,

诸多官吏士子对槽运的关注以及改革

的设想
,

却仍然反映了他们的经世精神
,

并最终促成了其后槽政改革的实现
。

三
、

盐政

盐是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必需消费品
,

同时也是封建国家的专控商品
,

在国家税收中占有十

分重要的地位
。

清代盐法大体沿袭明制
,

除蒙古
、

新疆等边疆地区 外
,

内地共分为 �� 个产盐

区
� “

曰 长芦
、

曰奉天
、

曰 山东
、

曰两淮
、

曰浙江
、

曰福建
、

曰 广 东
、

曰 四 川
、

日 云南
、

曰 河东
、

曰 陕

甘
” 。

。

每个产盐 区均规定有相应的销盐区域
,

如长芦盐行销直隶
、

河南 两省
,

奉天盐行销奉

天
、

吉林
、

黑龙江三省
,

山东盐行销山东
、

河南
、

江苏
、

安徽四 省
,

等等
。

盐的运销
,

则实行官督商

销的纲引制度
,

由官府指定的盐商领取特许运销的许可证 即
“

引
” ,

按照指定的区域定额销售
。

这种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
,

自清初至乾隆中叶的 一百多年间
,

基本保持稳定
,

特别是 �� 世

纪上半叶
,

社会经济发展
,

人 口 数量增加
,

盐业 产销 两旺
,

既 为封建国家带来了高额 的盐税收

人
,

又为盐商赚取 了丰厚的利润
。

但随着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和社会危机的出现
,

潜藏于

盐业垄断经营体制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
。

官与商皆视盐务为利蔽
,

以官而言
,

凡与盐务

有关涉者
,

上 自官府衙门
,

下至青 吏衙役
,

无不 欲从 中染指
,

商人办理运销手续
,

所经各道关 口
,

都需交纳所谓
“

公费
” ,

受到 层层盘剥 � 而商人为弥补漏危
,

赚取利润
,

又 往往将各种费用转嫁到

消费者身上
,

造成官盐短斤缺两
,

质次价高的状 况
。

私盐因之而兴
,

官盐滞销
,

国家盐课大量流

失
,

弊窦丛生
。

对此
,

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吏士子
,

纷纷起来揭露盐政之弊
,

并提出了 自己的改革

主张
。

缉私除弊
,

改革盐法
,

是大家普遍关注 的问 题
。

清代盐 法
, “

莫急于 缉私
,

但有场私
、

有商

私
、

有袅私
,

而邻私
、

官私为害尤 巨
”
。

。

士子 汪牲论盐法
,

即 极言私 盐之弊
,

认为
“

弊之大者惟

在盐徒
,

而其为害
,

私 盐夹带 为尤甚
。

盖 私盐多一 引
,

则官盐奎一 引
,

夹带多一斤
,

则正盐童一

斤
。 ”

。 广西巡抚孙玉庭则直接 指出了私盐 屡禁不绝的原 因
� “

盖场灶产盐
,

得利而售者情也
。

官买例有定价
,

售私则价重于官
,

场灶必卖私盐者
,

此其一
。

官商之盐有课
,

私贩之盐无课
,

无
·

� �



课则价轻
,

小民愿食私盐者
,

此其二
。

场灶必卖
,

小民愿食
,

私贩从中射利
,

而欲以法令禁之
,

此

必不能
,

所 由泉徒盛而拒捕多也
”。

。

为杜 私盐
,

为除积弊
,

不少官吏士子提 出了变通改革之

法
。

孙玉庭认为
� “

早思变计
,

莫如课归场灶
” 。

即
“

于灶晒各 户
,

具报产盐时
,

令场官查明确数
,

登记簿籍
。

至出售时
,

按照包数斤重计算
,

正盐每包应课若干
,

余盐每包应羡若干
,

抽收后即放

令出场
。

其售之于商也
,

则令灶晒各户
,

合计成本晌项
,

共需若干
,

增价 以卖
,

稗归本之外
,

尚有

余息
,

不必间售之何商
,

任其 自为交易
。

其商人转运
,

则凡粤盐应行 口岸
,

皆听所之
,

但不侵淮
、

浙等处引地
,

则无所碍
。

如此变通改变
,

在灶晒之户
,

出课虽增
,

而得 力亦赢
,

必所深愿
。

运商

无需官设
,

则有货本者
,

无论多寡
,

皆可货盐获利
,

孰不乐为
。

且无官商之名
,

则小民随处 皆可

买食
,

盐值必减
,

商 民两便无过于是
” 。

为使
“

课归场灶
”

之法 易行
,

孙玉庭还制定了各项具体章

程
,

如
“

宜合计每年引课共若干两
,

分别各场大小
,

匀派征收也
” � “

宜查核各场产盐数目
,

按包分

摊也
” � “

各场盐价
,

应 听灶 晒各 户
,

自行酌 定销 卖也
” � “

按包抽税
,

宜分别正 余
,

以次征收也
” �

“

征收课项
,

宜于场灶出售盐斤时
,

照 数核收也
” ,
� 等等

。

当然
,

由于各产销区域具体情形 不 同
,

一些官吏士子所提 出的变通改革办法也不尽一 致
。

如
“

河东盐行 山
、

陕
、

河南三省
,

商力积疲
,

易商加价
,

俱无所济
” 。 � 乾隆五十七年 � �� �� �

,

冯光

熊巡抚 山西
,

疏请将河东盐课改归地丁
。

他说
� “

河东盐务积疲
,

惟有课归地丁
,

听民 自运
,

既无

官课杂费
,

又无兵役盘洁及关津阻留
,

未有不前者
。

请 自乾隆五十七 年始
,

凡 山西
、

陕西
、

河南

课额
,

在于三省引地百七 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征
。 ”

同时议定十条章程
,

主要有
� “

部引停领
,

免纳

纸朱银
” � “

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
” � “

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
” � “

移河东道驻运城
,

总管三场
” �

“

三场仍立官秤牙行
” � “ 盐政应支各款

,

各就近 省藩库动支
”

等
。

经部议准
,

行之一年
,

大见成

效
,

山西
“

自弛盐禁
,

民无摊课之苦
,

有食贱之利
” 。

陕西
、

河南也都
“

盐充价减
” 。

。 其后
,

陕西巡

抚方维甸亦奏请将汉中盐课改归地丁
, “

按里摊纳
,

与正项钱粮无异
,

并
“

拟于 开征之前
,

将各县

摊纳细数
,

刊入易知由单
,

并由司出示 晓谕
,

务使各里周知
,

青吏无从影射
,

自不 至 有派累间阎

情弊
” 。

� 但是
,

山西
、

陕西等地将盐课改归地 丁
,

毕竟属于
“

因地制宜之道
” ,

只可行于一时
,

而

非长久之计
。

福建布政使裘行简即认为
� “

改归地丁之说
,

厚于 富商
,

而薄于小 民
。 ” � 甘肃按察

使姜开阳更指出课归地丁之三大弊
� “

盖出课之 民
,

不必皆贩盐之民
” ,

贩者
“

于 官课分毫无出
,

而坐享厚利
,

乃令力田务本之农 民
,

代之纳课
,

非重本轻末之道
,

其弊一也
” � “

利权不可以假人
,

今官不配盐
,

无 人为之经理
,

游手无赖之徒
,

群集其中
,

趋利如鹜
,

是使之争也
。

急端既起
,

既不

可以驱逐
,

又 不易于稽查
,

积久生奸
,

必酿事变
,

其弊二也
” � “

甘省地瘩民贫
” ,

若属
“

丰稳之年
,

尚可勉强催科
,

一遇水旱
,

流离转徙
,

正 项钱粮
,

可以 奏明镯 免
,

而盐课必不能减
,

将仍取之 民
,

而 民不能堪
,

将不取之民
,

而课无所出
,

其弊三也
” 。

。 因此
,

各地官吏在寻求更好的盐政改革办

法时
,

不约而同地提 出了官府收税
,

听商民自贩 的主张
。

姜开阳认为
,

当仿唐代刘晏治盐之法
,

于产盐之场灶设局收税
, “

一税之后
,

不论富商大贾
、

贫 民小贩
,

听其随地售卖
,

除扣工本
,

得利

甚多
,

人自乐为
,

脚贩 日广
,

盐价 日贱
,

无摊派之扰
,

无追呼之烦
,

无通欠之忧
,

无赔垫之 累
,

上不

亏国努
,

下不病间阎
’,

�
。

兰州知府龚景翰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
,

认为
“

美意良法
,

莫善于 此
’, � 。

福建布政使裘行简鉴于 闽盐 自乾隆末年以 来
,

各项
“

正溢课银
,

悬欠至 六 十余万之多
,

催征筹

备
,

皆属空文
,

徒有 征课 之名
,

而无收课之 实
,

岂可不变通盐法
,

保卫 民生
” 。

因于 嘉庆 九年

� �� �� �疏请复行收税法
, “

听民 自晒 自卖
,

自运 自销
,

每盐一 担
,

交税钱一百五十文
,

皆先纳课而

后 给单
,

凡商
、

鱼
、

船户
,

肩挑背负
,

俱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
,

毋论何场何地
,

自行售卖
” 。

如此则
“

民无私盐之禁
,

场无商引之盐
” ,

且
“

商课改为税课
,

私盐尽属官盐
,

无签商定地之烦
,

少缉私拒

� �



捕之案
” , “

于 国课
、

官制
、

民生
,

均有裨益
” 。

。

值得注 意的是
,

诸多官吏士子提 出的官府收税
、

听商 民贩运的盐政改革主张
,

反映了 �� 世纪清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试图摆脱封建栓桔

的要求
,

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国计民生 的强烈关注
,

而且 为 �� 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起到了前驱

先路的作用
。

四
、

铜政

在中国封建社会里
,

铜政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
,

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的生产生

活中占有重要地位
,

清代也不例外
。

乾隆五年�� � � ��
,

以关于煤矿开采的讨论为契机
,

清初以

来实行的矿禁政策开始松弛
。

乾隆八年 �� � � � �
,

大学士张廷玉奏称
� “

铜
、

铁
、

铅
、

锡之山
,

可以

资民开采
,

供生民 日用之需
” , “

请 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
,

除金
、

银之矿封固不准开采外
,

其余

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
,

以资鼓铸
”。

。

自此而后
,

清代以铜矿为主干的矿业蓬勃发展起

来
,

至乾隆中期而达于 极盛
。

特别是对铜矿生产
,

清政府采取减轻税率
、

提高官铜收购价
、

允许
“

一分通商
” ,

即以产量的 �� � 自行 出售等措施
,

大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
。

在铜

斤主要产地云 南
,

铜厂大者六七万人
,

小者亦万余人
,

铜产量也 由乾隆五年的六七百万斤
,

猛增

至 乾隆三十九年 ��  !∀ 的一千二三百万斤
。

然而
,

在封建专制制度下
,

矿业生产在极盛状况的

背后
,

已然隐藏着危机
,

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
,

吏治败坏
,

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
,

云 南铜政也

开始陷入 困难重重
,

入不敷出的境地
。

对此
,

一些地方督抚大吏不乏有清醒认识者
。

其中
,

尤

以云南布政使王太岳所论为切中时弊
。

乾隆三十六年(1771 )
,

王太岳出任云南按察使
,

次年摧布政使
。

在滇数年间
,

他 目睹云南

铜矿生产
“

官民交病
,

进退两穷
”

的状况
,

经过认真思考
,

于四 十年(17 75 )上 (铜政议》二篇
,

就云

南铜政的现状
、

问题
,

以及改进的措施等方面
,

提 出了 自己的看法
。

王太岳认为
:“

今 日铜政之难
,

其在采办者四
,

而 在输运者一
” 。

在采办方面
, “

一曰官给之

价难再议加也
” 。

清代铜政定例
,

官给工本
,

招商
、

民承办
,

产量的 20 % 作 为课税无偿交官
,

其

余 80 % 由官府定价收 购
。

其后 为鼓 励铜矿开采
,

清政 府将 税率降至 10 %
,

并允许 以 产量的

10 % 自行出售
。

此即
“

每获铜百斤
,

准给商民通商十斤
,

抽课铜十斤
,

公廉捐耗铜 四斤二两
,

余

铜七十五斤十二两
,

给价收买
” 。

。

这些措施
,

初期确实促进 了铜矿生产的发展
。

但在封建专

制制度下
,

官府直接控制铜矿的生产和流通
,

矿业生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
。

以铜价 为例
,

云南铜产量的绝大部分由官府收购
,

但定价却一直很低
,

初期每百斤仅银三至五两左右
,

其后

虽经多次加价
,

亦不过六两四钱
,

远远不敷工本
,

造成云南铜矿亏本生产
,

负债累累
,

难以 为继

的状况
。

王太岳说
,

还 在乾隆中
,

虽
“

各厂 工 本多寡不一
,

牵配 合计
,

每百斤价银 九两二 钱
” 。

“

兹炯路已深
,

近山林木已尽
,

夫工炭价
,

一 皆数倍于前
。

而又益以课长之措克
,

地保之科派
,

官

役之往来供亿
,

于 是向之所谓本息课运
、

役食杂用
,

以及 厂次路耗
,

并计其中
,

而后 又有 九两二

钱之实值者
。

今则专计工本
,

而 已几于此
,

厂 民实受价六两四钱之外
,

尚须贴费一 两八九钱而

后 足
。

问所从出
,

不过移后补前
,

支左 而右细
。

他 日之累
,

有不可胜言者矣
。

夫铜价之不足
,

厂

民之困惫
,

至 于如 此
,

然而未有以加价请者何也? 诚知度支之藉制有经
,

非可以发棠之请
,

数相

尝试也
。

且虽加以四钱
、

六钱之价
,

而积困犹未遵 苏也
。 ”

其二
, “

曰 取用之数不能议减也
” 。

滇

铜生产
,

自雍正以后
,

除例供京 师户部宝泉局
、

工 部宝源局铸钱外
,

还 供福建
、

浙江
、

贵州
、

广西
、

陕西等省局鼓铸之需
。

乾隆三十八
、

三 十九年
,

滇铜产 量达一千二百数十万斤
,

为
“

极盛之时
” ,

“

然而不能给者
,

惟取之者多也
” 。

既 有
“

京师之运 额
” ,

又有江南
、

江西以 及浙
、

闽
、

黔
、

粤
、

秦
、

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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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诸路开铸
” ,

造成云 南铜矿所产愈多
, “

求之 益众
,

而责之益急
”

的状况
。

他如 大厂生产入 不敷

出
,

积欠累 累
,

小厂地处僻远
,

难 以统辖
,

再加上云南地区交通不便
,

运输困难
,

都严重影响到铜

政的正常运转
。

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
,

王太岳在总结
、

参考前人论议 的基础上
,

提出了解决的办法
:“

多筹

息钱 以益铜价也
,

通计有无以限买铜也
,

稍宽考成 以舒厂 困也
,

实给工本以广开采也
,

预集雇值

以 集牛马也
” 。

特别是对铜价过低
,

京师及各省局取给铜斤过多的问题
,

王太岳指出
,

应适当削

减各省局采买 云南铜斤的数量
,

以裕滇铜 ;增加云 南本省各局铸钱卯数
,

以铸息贴 补铜价
,

即
“

以厂 民之铜铸钱
,

即以铸钱之息与厂
,

费不他筹
,

泽不泛及
,

而此数十厂百千万众 皆有以 苏困

穷而谋饱暖
。

积其欢呼翔踊之气
,

铜即不增
,

亦断无减
。

于 以维持铜政
,

绵衍泉流
”

 
。

此后
,

陆续有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觉察到云南铜政存在的危机
,

试图提出解决 的办法
。

乾

隆四十二年 (17 77)
,

云 南巡抚裴宗锡
“

疏陈铜务利弊
” ,

集中提 出了铜价不敷工本的 问题
。

他

说
,

每百斤铜价虽经加至六两四 钱
,

然
“

取各厂人 工
、

粮食
、

油炭时值逐款估计
,

折 中牵算
,

矿沙

积旺之厂
,

每铜百斤
,

犹少价银一 两五六 钱
,

若矿薄沙稀
,

则耗折更无底止
。

盖缘官买之初
,

定

价本较他处最轻
,

而 厂 民不以 为累者
,

当年岁需之铜
,

不过八九十万
,

后增亦不过三四 百万
,

比

于今 日
,

十才一二
。

交官既少
,

私售必 多
,

私铜既可肥家
,

官价 自可不计
。

今官额 日增
,

私售厉

禁
,

厂民仅恃官本
,

势 自不 敷
。

原价既 轻
,

虽叠加增
,

亦难给足
,

于是 民则领后补前
,

官则移新掩

旧
,

日积月重
,

遂成巨 累
” 。

对此
,

裴宗锡认为
,

与其采取现行
“

一 分通商
”

的通 融调剂之法
, “

不

若明增价值
” 。

即增云南本省各局鼓铸卯数
,

并将原
“

一分 自售之铜
”

收 回
, “

以作加卯
,

代为带

铸
” ,

将铸息一并分给各厂
,

如此则
“

大厂可增价一两五钱
,

小厂可增价一两
。

云南五金所产
,

生

生不穷
,

厂户果能有利无 累
,

获铜 自可有增无减
,

厂 欠可以 永清
,

私铜可以永绝
,

散钱息 以收铜

息
,

厚厂利以清厂弊
,

计无便于此也
”。

。

乾隆四十五年(1780)
,

吏部右侍郎和砷赴云南查讯案

件
,

回京面奏
,

亦曾言及铜价问题
,

谓
“

滇省铜斤
,

官价轻而私价重
,

小民趋利
,

往往有偷漏走私
,

地方官虽设法严禁
,

无如滇地 山多路僻
,

耳 目难周
,

私铜仍多偷漏
,

所以 京铜缺少
” 。

和砷认为
:

“

向来定例
,

九成交官
,

一成通商
。

不若令将官运之铜全数交完后
,

听其将所剩铜斤
,

尽数交易
,

不必拘定一成
。

或商民知利之所在
,

竞相趋赴
,

丁多铜集
,

京运不致仍前缺乏
” ,

。

上述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对铜政的看法和提 出的种种救弊主张
,

反映了他们对国计 民生

和 社会现实的关注
。

特别是关于铜价问题的议论
,

触及到了封建制度下矿业发展受阻的重要

原因
,

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
。

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
,

一些措施窒碍难行
,

致使云南铜政在

乾隆末年以后
,

日形竭撅
,

逐渐走向衰颓萎缩
。

但当时有识之士所作的思考
,

仍然给予后人 以

有益的启示
。

五
、

人 口

在封建社会里
,

人 口数量的多少
,

可以说是衡量社会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之一
。

由于劳动

力是古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人口 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
,

土地耕种面积的扩大

乃至社会财富的增长
,

因此
,

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强调
“

养 民
” 、 “

爱民
” ,

重视 人 口 数量的统

计
。

据史籍记载
,

从西汉末年至明代晚期
,

我国 人 口 数字一 直徘徊在 600 0 万人上下
,

增长幅度

不大
。

清初经战乱之后
,

人 口 锐减
,

顺治八年 (1652) 为 1400 万人
,

十八年 (1662) 上升到 1900

万人
。

康熙 五十一年(17 12 )颁布
“

滋生人丁
,

永不加赋
”

时
,

全 国在册人 口 也仅 2460 万人
。

此

后直至 雍正十二年(17 34)
,

除固定人 口 2 4 6 0 万 人外
,

共
“

滋生人 丁
”

1 2 0 0 万 人
,

合计 为 366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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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,

数字一直很低
。

乾隆五年(1740)
,

一方面为了炫耀
“

盛世
” ,

另一方面 清政府开始觉察到人

口 增加的压力
,

感到需要掌握全 国实际 人 口 数字
,

以通盘筹划国 用
,

因而下令各省查报户 口 实

数与谷数
。

乾隆六年 (174 1) 冬
, “

会计天下民数
” , “

大小男妇
”

达到 1
.
4 341 亿

,

大大突破了历史

上有书面记载的数字
。

对此
,

近年的研究者认为
,

我国 明代 以前的人 口 统计数字偏低
,

因为人

们为 了逃避赋税
,

采取各种方式隐匿人 口
。

而清 代乾隆以前的人 口 统计数
,

实际上是纳税人丁

数
,

而非实际人 口数
,

实际人 口数应为纳税人 丁的四至 五倍
。

据此
,

有学者推测
,

明朝后期我国

人 口 实际 已达 1 亿以上
,

清代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
,

人 口 数量 已逐渐 回升到明末水平
,

康雍

年问约在 1 亿左右
。

至乾隆初年
,

比较准确的人 口 统计数字首次突破 1 亿大关
。

自此而 后
,

人

口 增长速度一直很快
,

到乾隆六十年(1795) 已达 2
.
9696 亿

,

远远超 了历史上 的任何时期
。

人

口 的急遵增加
,

既 反映了盛世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 经济力量的增长
,

也造成了 日趋严重的人

口 压力
,

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和 不安定的因 素
。

因此
,

统治阶级 中的一些有识之士
,

开始意识

到人 口 问题的严重性
,

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
二

最早察觉到 人 口 问题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压 力的
,

可以说是最高统治者康
、

雍
、

乾三帝
。

18

世纪初叶
,

康熙皇帝 已 经朦胧地意识到 人口 增长给国计民生所带来的问题
,

他说
:“

本朝 自统一

区宇以来
,

于今六十七 八年矣
。

百姓俱享太平
,

生育 日以繁庶
。

户 口 虽增
,

而土田并无所增
,

分

一人之产
,

供数家之用
,

其谋生焉能给足? 孟子曰
:
无恒产者无恒心

。

不可不为筹之也
”
。

。

在

康熙看来
,

民生贫困
,

米价上扬
,

也都与人 口 增长有关
。

他说
:“

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
,

良由承平

既久
,

户 口 日蕃
,

地不 加增
,

产不 加益
,

食用 不给
,

理有必然
。

联洞 瞩此隐
,

时深较念
” 。

。

雍正

在位期间
,

同样感到 人 口 问题的压力
,

自谓其
“

临御以来
,

宵吁忧勤
,

凡有益于 民生者
,

无不广为

筹度
。

因念国家承平 日久
,

生齿殷繁
,

地土所 出
,

仅可赡给
,

偶遇荒欠
,

民食维艰
。

将来户 口 日

滋
,

何以 为业 ?
”
, 又 言

“

圣祖仁 皇帝临御六十余年
,

深仁厚泽
,

休养生息
,

户 口 口增
,

生齿益繁
,

而直省之 内地不加广
。

近 年以来
,

各处 皆有收成
,

其被水歉收者
,

不过州县数处耳
,

而米价遂觉

渐贵
,

闽广之间
,

颇有不敷之虑
,

望济于 邻省
。

良由地土 之所产如旧
,

而 民间之食指愈多
,

所入

不足以供所出
,

是以 米少 而价昂
,

此亦理势之 必 然者也
” 。

 至 乾隆年 间
,

统治者更深刻地感觉

到了人 口遴增的严峻形势
,

乾隆说
:“

联恭阅f圣 祖仁皇帝实录)
,

康熙四 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

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 口
,

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
,

共三 万 七百 四十六万七 千二百余名 口
,

较之

康熙年间
,

计增十五倍有奇
。

我国家承 天眷佑
,

百余年太 平天下
,

化泽涵濡
,

休养生息
,

承平 日

久
,

版籍 日增
。

夭 下户 口 之 数
,

视昔多至十余倍
,

以
一

人耕种而供十数人 之食
,

盖藏已不能如前

充裕
。

且民户既 日益繁多
,

则庐 舍所占 田土 不舍 倍徒
。

生之者寡
,

食之者众
,

于 间阎生计诚有

关系
,

… … 联甚忧之
”

¾
。

不仅如 此
,

乾隆还 看到 了粮食生产与人 口 增长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
,

他在诗中写道
:“

谷数较于初践柞
,

增才十分 一 倍就
。

民数增乃二十倍
,

固幸太平滋生富
。

以二

十倍食一倍
,

谷价踊贵理非谬
”
叨

。

面对 日趋严 重的人 口 问题
,

清代统治者相继采取了比较积

极的对策
,

试图缓解人 口 增长给国计民生造成的压 力
。

康熙根据
“

人丁虽增
,

地亩并未加广
”

的

实际情形
,

于 五十一年(1712) 下令实行
“

滋生 人丁
,

永不 加赋
”

的政策
,

雍正进而推行
“

摊丁 入

亩
” ,

藉以减轻广大民众的 负担
。

康
、

雍
、

乾三帝都十分重视劝垦农桑
,

兴修水利
,

乾隆还开放矿

禁
,

力图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 人口 问题
。

18 世纪中国社会人 口 增长的实际状况 以及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措施
,

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思

考
,

这就是洪亮吉和 他的人 口 论
。

乾隆五十七年(1792)
,

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洪亮吉被派为贵州

学政
。

置身于 民风淳朴的西南高原地区
,

目睹当地民众生计维艰的实际情形
,

忧国忧民的洪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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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把 自己对社会
、

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
,

集中在他于次年撰写的(意言》一书当中
。

有关人 口 问

题的看法和论述
,

可以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
。

洪亮吉首先对 18 世纪人 口 增长的情形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
。

他说
:“

治平至百余年
,

可谓久

矣
。

然言其户 口
,

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
,

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
,

视百年
、

百数十年以前不

窗增二十倍焉
” 。

人 口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
,

但人类赖以 生存 的生产和生 活资料诸如耕地
、

房

屋的增长却十分缓慢
。

洪亮吉以一个有屋十间
、

有田一顷的家族为例
,

对二者增长的不同情形

作了比较分析
,

即
“

高曾之 时
,

有屋十间
,

有 田一顷
,

身一人
,

娶妇后不过 二人
。

以二人居屋 十

间
,

食 田十顷
,

宽然有余矣
。

以一人生三计之
,

至子之世
,

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则有八人
,

八 人即

不能无佣作之助
,

是不下十人矣
。

以十人而居屋十间
,

食田一顷
,

吾知其居仅仅足
,

食亦仅仅足

也
。

子又生孙
,

孙又娶妇
,

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
,

然已不下二十余人
。

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
,

食田一顷
,

即量腹而食
,

度足而居
,

吾已知其必不敷矣
。

又 自此而 曾焉
,

自此而元焉
,

视高 曾时

口 已不下五六十倍
。

是高曾时为一户者
,

至 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
。

其间有户 口消落之家
,

即

有丁男繁衍之族
,

势亦足以相敌
” 。

即使
“

高 曾之时
,

隙地未尽辟
,

闲窿未尽居也
,

然亦不过增一

倍而止矣
,

而户 口则增至十倍
、

二十倍
” 。

据此
,

他得 出结论
:“

是 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
,

而户

与 口 之数常处其有余也
” 。

洪亮吉还考察了人 口 增殖与物价的关 系
,

认 为人 口 越多
,

物价越高
,

民众 生活越无 保障
。

由于
“

为农者十倍于前
,

而 田不加增 ;为商贾者十倍于前
,

而货不加增 ;为士者十倍于前
,

而佣书

授徒之馆不加增
。

且昔之以升计者
,

钱又须三四 十矣;昔之以 丈计者
,

钱又 须一二百矣
。

所入

者愈微
,

所出者益广
,

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 以求售
,

布 帛粟米又 各昂其价以 出市
。

此即终 岁

勤动
,

毕生皇皇而 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
,

不 肖者遂至 生攘夺之患矣
” 。

。

为了解决 人 口 增 长

所带来的问题
,

洪亮吉提出了两方面的对策
:
一为

“

夭地调剂之法
” ,

即
“

水旱疾疫
”

等 自然灾害

造成的人 口 减员 ;一为
“

君相调剂之法
” , “

使野无闲 田
,

民无剩 力
。

疆土之新辟者
,

移种 民以 居

之
,

赋税之繁重者
,

酌今昔而减之
。

禁其浮靡
,

抑其兼并
。

遇有水旱疾疫
,

则开仓虞
、

悉府库以

贩之 ,,O
。

当然
,

18 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对
“

盛世
”

时期人 口遵 增的社去现 实表示忧虑 之

时
,

尚未能对此作深入的探讨和 系统的阐述
,

也还未能就解决人 口问题提出更为有效的切实可

行的办法
。

但他们所指出的清代人 口 增殖的严峻状况
,

所论述的人 口 增殖与生产发展
、

生活资

料增加二者之间不平衡的关系
,

却给予时人 以及后世 以有益的启示
,

并且在清代以及中国人 口

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
。

乾嘉年间诸多有识之士对河工
、

潜运
、

盐政
、

铜政
、

人 口 等有关 国计民生问题 的思考
,

终于

促成了经济之学的出现和经世派的产生
,

这就是陆耀及其代表作《切问斋文钞》
。

陆耀幼年家

境贫苦
,

但他
“

奋励于学
” ,

经举业入仕后
,

历任登州知府
、

山东运河道
、

按察使
、

湖南巡抚等职
。

幼时的生活经历和多年的仕宦生涯
,

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
,

了解民间疾苦
。

因而他既反对
“

闭户而谈夭道
,

高座而说明心
”

的理学
,

又反对
“

揣摩应举
,

因循卑陋
”

的词章之学
,

对
“

抖携细

碎
,

抉剔幽隐
”

的汉学也持批评态度
。
。 乾隆四十年 (1775 )

,

陆耀以
“

立言贵乎有用
”

为标准。
,

选

择清初至乾隆年间
“

有关世道人心之作
” ,

分为学术
、

风俗
、

教家
、

服官
、

选举
、

财 赋
、

荒政
、

保 甲
、

兵制
、

刑法
、

时宪
、

河防凡十二类
,

辑成 (切问斋文钞}3 O 卷
。

从而在 18 世纪下 半叶明确树立 一

门经济之学
,

为嘉庆以 后贺长龄
、

魏源等经世派的崛 起以 及知识界风气的变化
,

起到了前驱先

路的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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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观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主张
,

既是对盛行一时的汉学的反弹
,

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和社

会危机的反映
。

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 中国封建社会
,

已然面临诸多问 题
,

诸 如汉学的狭 窄
,

理学的陈腐
,

社会经济方面河工
、

槽运
、

盐政
、

铜政等大政的危机
,

以 及 日趋严重的人 口 压力
,

都

使人们深切地感觉到
,

古老的中国社会内部
,

正积聚着空前的矛盾
,

酝酿着深刻的变革
。

正是

这些或隐或显的矛盾和危机
,

警醒了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
,

促使他们通过各种途

径
,

寻找救世的 良方
。

经世主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
。

它与当时隐而复彰的今文经学

以及方兴未艾的边疆史地学一道
,

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
。

尽管它还十分弱小
,

也并

未占据主导地位
,

但它毕竟在学者面前重新展现 出一片广阔的天空
,

为更多的学者走出汉学狭

小的书斋
,

摆脱理学的束缚
,

直面现实
,

经世致用
,

提供 了新的用武之地
。

当然
,

由于社会的变

化才刚刚开始
,

矛盾 尚未激化
,

危机尚未爆发
,

因此
,

各种思想主张也未能十分成熟
、

系统
,

而大

多是头痛 医头
,

脚痛 医脚
,

或河工
,

或潜运
,

或盐政
,

或铜政
,

缺乏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看法
,

缺乏

一种整体的
、

宏观的理论思考
。

所提出的解决办法
,

也大多在传统的框架中徘徊
,

而较少提出

扶植先进经济成分
,

因势利导
,

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
。

特别是乾嘉时期的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

层的有识之士
,

几乎都未能重视
、

倡导科学技术的研究
,

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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